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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错者懊悔与受害幼儿宽恕的关系： 

旁观者的影响* 

陈光辉  李一涵  丁  雯  陈  静  张  良  张文新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014) 

摘  要  人际伤害事件发生后, 犯错者的懊悔与受害者的宽恕是修复人际关系的两个关键因素。本研究采用经典

行为实验范式, 以 139 名 4~5 岁幼儿为对象, 考察犯错者的懊悔表现对受害者宽恕水平的影响, 以及不同类型旁观

者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4 岁和 5 岁幼儿均已经能够识别犯错者的懊悔表现, 且对懊悔犯错者的宽

恕水平显著高于无懊悔者; 旁观者的存在会影响幼儿的宽恕水平, 且教师旁观和好朋友旁观比陌生人旁观更能降

低幼儿对懊悔者的宽恕水平, 更能提升对无懊悔者的宽恕水平。旁观者的存在没有显著提升幼儿对懊悔者的宽恕

水平, 这可能与幼儿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社会期望(如“以德报怨”)有关, 基于此, 本文尝试提出“社会期望的旁观

者激活假说”, 并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幼儿, 懊悔, 宽恕, 旁观者, 激活假说 

分类号  B844 

1  问题提出 

人际伤害或冲突发生后, 一方知悔自省, 另一

方既往不咎, 双方才能冰释前嫌、重归于好。犯错

者的懊悔(remorse)与受害者的宽恕(forgiveness)是

修 复 人 际 关 系 的 两 个 关 键 因 素 (Oostenbroek & 

Vaish, 2018), 且受害者及时准确地感知到犯错者

的懊悔意图或行为, 是受害者形成宽恕行为, 进而

消弭冲突关系的重要前提。个体主义文化中 5 岁幼

儿已经能够较为准确地感知到犯错者的懊悔意图, 

并显示出了更高的宽恕水平(Oostenbroek & Vaish, 

2018; Vaish & Oostenbroek, 2021)。然而, 人际冲突

与关系修复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可能有其独特性, 受

注重人际联结与人际和谐的社会期望与社会化过

程的影响, 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解读他人行

为意图的能力更强, 从而更倾向于宽恕他人(Hook, 

2009; Markus & Kitayama, 1991)。此外, 是否宽恕

对方的行为决策可能受到其他目睹或参与互动的

旁观者影响(Botto & Rochat, 2019; Hook et al., 2009; 

张田 等, 2012)。 

1.1  懊悔与宽恕的关系 

懊悔是指个体自责所实施的错误行为给他人

造成了伤害, 并希望后续做出相应补偿的内在倾向

(Brooks & Reddon, 2003)。懊悔既是个体在人际互

动过程中不断增加自我认识和行为调节能力的重

要动力因素(Deem & Ramsey, 2016), 也是主动缓和

人际冲突、增加人际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Vaish & 

Oostenbroek, 2021)。宽恕则是指个体遭受伤害后能

够放弃对犯错者的消极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 甚

至会采用积极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进行替代的心

理结构(Enright, 1991)。宽恕具有以进化为基础的适

应性功能, 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少报复行为来避免犯

错者的连续性伤害(Enright et al., 1992); 另一方面

可以通过主动表达和解来促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McCullough et al., 2014)。 

犯错者懊悔是引发受害者宽恕的最主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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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 个体在遭受伤害后会更少地指责与惩

罚 、 更 多 地 宽 恕 与 喜 欢 那 些 表 达 懊 悔 的 犯 错 者

(McCullough et al., 2014; Oostenbroek & Vaish, 

2018)。归因理论认为, 犯错者主动表达懊悔意味着

他们愿意承担不当行为的责任, 并有助于受害者对

犯错者采取不稳定性内部归因, 即伤害行为不是犯

错者稳定的行为特征 , 进而更愿意做出宽恕行为

(Davis & Gold, 2011; Weiner, 1986)。共情理论进一

步认为, 犯错者主动表达懊悔是在向受害者表明自

己正在遭受心理上的痛苦, 由此可能引起受害者的

共情、同情 , 从而增加宽恕的可能性 (Keltner & 

Anderson, 2000; Leary et al., 1996)。甚至有研究发

现, 受害者所持有的消极情绪(如愤怒、怨恨)会在

感知到犯错者的懊悔时转变为积极情绪, 从而宽恕

犯错者(DiFonzo et al., 2020)。 

在幼儿群体中探究犯错者懊悔与受害者宽恕

之间的关系更为特殊和重要。幼儿期是个体实现去

自我中心化的重要敏感期, 也是同伴交往或游戏中

出现人际冲突或伤害事件日益增多的阶段(Vlachou 

et al., 2011)。学会表达懊悔、理解他人懊悔意图、

宽恕他人等成为幼儿去自我中心化的重要指标, 也

成为提升社会交往技能、及时修复同伴关系的重要

基础条件。近年来, 局限于西方幼儿的研究发现, 5

岁幼儿能够理解他人表达的懊悔, 并表现出更高的

宽恕水平; 然而 4 岁幼儿仅能够理解口头道歉(即

说出“对不起”), 并未对没有口头道歉的犯错者表

现出宽恕(Oostenbroek & Vaish, 2018; Vaish et al., 

2011; Vaish & Oostenbroek, 2021)。可见, 4~5 岁可

能是幼儿开始理解他人懊悔意图并进而影响宽恕

行为的年龄段。鉴于此, 本研究的首要目的是考察

我国 4~5 岁幼儿对犯错者懊悔意图的理解以及宽恕

行为的特点, 以验证西方研究范式在我国幼儿群体

中的适用性, 并比较我国与西方幼儿通过实验任务

的差异。基于上述理论及实证证据, 我们提出研究

假设一：5 岁幼儿能够理解懊悔, 并在犯错者表现

出懊悔时具有更高的宽恕水平; 4 岁幼儿能否准确

理解懊悔并表现出差异性的宽恕尚不确定。 

1.2  旁观者在懊悔影响宽恕关系中的作用 

冲突事件以及后续的关系修复过程通常有他

人参与、围观或者在场(Hook et al., 2009), 旁观者

可能是犯错者与受害者关系修复过程中的重要影

响因素。社会助长理论(social facilitation theory)认

为, 他人在场能够唤醒并增强个体符合社会期望的

优 势 反 应 倾 向 , 并 使 其 更 好 地 完 成 当 前 任 务

(Zajonc, 1965)。由此以来, 旁观者在场可能会增强

受害者对懊悔犯错者的积极回馈, 如更愿意宽恕犯

错者。声誉管理或声誉关注(reputation management/ 

concern)理论进一步认为, 个体在受到他人关注时, 

会为了维护或树立自身良好声誉而主动改变自己的

行为以迎合社会期望(Botto & Rochat, 2018, 2019)。

对于受害者而言, 有可能会为了显示自身具备符合

社会期望的宽宏大量品行, 而主动宽恕犯错者。 

研究表明, 人类个体早在 2 岁时就已经具备一

种“感知观众评价” (evaluative audience perception)

能力, 即个体能够意识到旁观者的存在并努力去获

得他人的积极评价和避免他人的消极评价(Botto & 

Rochat, 2018, 2019)。当有他人在场时, 幼儿的合

作、分享等符合社会期望的利他行为会显著增加

(Engelmann et al., 2013; Grocke et al., 2019), 欺骗、

偷窃等不良行为会显著减少(Engelmann et al., 2012; 

Fu et al., 2015)。鉴于此, 本研究尝试考察旁观者对

于幼儿群体中懊悔与宽恕关系的影响, 并提出研究

假设二：相比于无旁观者在场, 旁观者在场会促使幼

儿对犯错者(懊悔和无懊悔)表现出更高的宽恕水平。 

旁观者的类型不同可能会对懊悔与宽恕之间

的关系产生差异性影响。父母、教师、偶像、同伴

等均会以旁观者的角色在个体不同发展阶段发挥

“ 重 要 他 人 ”的 作 用 (Domagała-Zyśk, 2006; Mills, 

1953)。研究表明, 启动个体对重要他人的关系表征

会自动激活与重要他人相关的内容(如重要他人的

期望), 并且当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越密切时 , 关系

表征与个体行为之间的联系会更强(Shah, 2003; 张

庆鹏 等, 2012)。换言之, 幼儿认为的对自己越重要

的旁观者, 越可能激活社会期望效应和自身声誉管

理的需要, 从而促发实施符合社会期望或维护良好

声誉的行为。 

虽然教师和同伴均是幼儿社会化过程中的重

要旁观者, 但是教师作为强调等级关系的集体主义

文化中的权威象征, 会促使幼儿更努力地维持自身

在其面前的声誉或良好形象(Draper et al., 2009; 

Yau et al., 2009)。研究表明, 教师和同伴对幼儿所

引发的旁观者效应存在差异, 3~4 岁幼儿在教师条

件(延迟满足等待的时长会在事后告诉老师)下, 比

同伴条件(等待的时长会在事后告诉朋友)下会表现

出更长的等待时间(Ma et al., 2020)。同理, 好朋友

或熟悉人旁观与陌生同伴旁观同样会差异性激活

幼儿的社会期望效应或自我声誉管理动机, 进而差

异性影响其宽恕他人的水平, 例如, 4 岁和 8 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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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知道接下来会将游戏分享过程告诉朋友或陌

生人, 那他们在“未来告诉朋友的条件”下会做出更

多的分享行为(Shinohara et al., 2022)。为此, 本研

究同时考察教师、好朋友、陌生人三类旁观者, 并

提出研究假设三：旁观者类型在懊悔与宽恕的关系

中发挥调节作用, 教师旁观、好朋友旁观、陌生人

旁观所引发的受害者宽恕水平依次下降。 

1.3  中国文化视角的考虑 

冲突性关系的应对与修复过程存在跨文化差

异, 并且这种差异可能在幼儿群体中就已经显现。

在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中, 幼儿倾向于维护社会互动

的连续性和社会和谐(Wu et al., 2018), 一方面会尽

量避免冲突发生, 另一方面在受到伤害时更愿意去

压抑愤怒或形成消极的对内性沉思(张田 等, 2012), 

并 将 和 解 作 为 解 决 冲 突 、 修 复 关 系 的 主 要 方 式

(Martínez-Lozano et al., 2011)。而在个体主义文化

环境中, 幼儿在冲突管理中更强调个人的需要和目

标, 一方面会更加注重通过资源的分配来维持自我

价值(Rochat et al., 2009), 另一方面在受到伤害时

倾向于采用回避、报复、责备等对外的应对策略去

释放不良情绪(Günsoy et al., 2015), 并通常采用终

止社会关系的方式结束冲突(Martínez-Lozano et al., 

2011)。宽恕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中均可以用

来修复人际关系, 但是已经被证实存在跨文化差异

性(张田 等, 2012)。鉴于此, 本研究在文化差异的

视角下, 立足我国文化样本, 揭示懊悔与幼儿宽恕

的关系以及旁观者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 

2  研究 1：犯错者懊悔表现与幼儿
宽恕的关系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 选取山东省某幼儿园中

班 5 个班级中的 49 名幼儿 , 包含 4 岁幼儿 25 名

(M 月龄 = 53.44, SD = 3.11; 其中男生 12 名), 5 岁幼

儿 24 名(M 月龄 = 64.08, SD = 2.41; 其中男生 10 名)。

基于幼儿园带班教师的评定结果, 排除智力障碍和

其他精神障碍的幼儿, 最终纳入分析的幼儿均处于

社会认知能力的正常范围。 

2.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内设计 , 自变量为是否懊悔 , 

因变量为幼儿的宽恕水平。 

2.1.3  实验材料与设置 

实验材料为纸、彩笔、三个盒子、卡通图片两

张(代表男女性别的各一张)、十朵花、一张桌子、

三把椅子以及代表实验员 A 和 B 的中性表情照片

各一张。在安静的房间对每个幼儿进行逐一测试, 

并用摄像机记录整个行为实验过程。实验中的主持

人和实验员 A、B 均为经过专业训练的研究生或

教师。  

2.2  研究程序 

任务改编自 Oostenbroek 和 Vaish (2018)使用的

实验范式, 该范式包含 3 个子任务, 分 3 个阶段进

行。实验任务已被广泛用于研究西方 4 岁和 5 岁幼

儿的懊悔、宽恕、内疚、感恩等(Vaish et al., 2011; 

Vaish & Oostenbroek, 2021; Vaish & Savell, 2022)。 

第一阶段：“撕画”行为实验  

第一步 , 与幼儿被试在准备室进行热身游戏 , 

然后由实验员 A、B 带领幼儿进入测试室。幼儿坐

在桌子一端, 两个实验员坐在桌子两侧; 每人面前

都有一张白纸和装有三支彩笔的盒子; 实验员 A、

B 面前的盒子上贴有各自中性表情的照片, 幼儿的

盒子上贴有与其性别一致的卡通图片。主持人坐在

幼儿的对面。 

第二步, 主持人告诉幼儿和实验员 A、B 可以

画各自想画的东西 , 画好之后可以得到相应的奖

励。此后, 主持人借故离开。几分钟后, 各自完成

图画。 

第三步, 实验员 A、B 互相欣赏对方的画, 并

表示想看一看幼儿的画 ; 两人一起欣赏幼儿的画

(一人拿一端), 并“不小心”撕破了幼儿的画, 且只

是撕破没有撕断。 

第四步, 实验员 A 忧心忡忡并十分懊悔地说

“我撕了你的画, 我没想到会这样, 是我不好”, 但

未明确说出道歉的话(即没有明确说“对不起”); 实

验员 B 没有懊悔表情,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哦, 我

撕了你的画, 它破了”。整个过程中, 实验员 B 对撕

破画的行为保持中立态度, 不具有攻击性或否定性, 

也没有任何表情或动作; 实验员 A、B 说完后把画

放回幼儿面前。 

第二阶段：幼儿理解“懊悔” 

第一步, 主持人在以上操作结束后返回测试室

(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一切), 让实验员 A、B 收拾一

下东西离开。 

第二步, 主持人开始注意到幼儿被试被撕坏的

图画, 表示同情并询问“发生了什么”。如果幼儿完

整的回答出“A 和 B 撕了我的画”, 则继续后面的询

问 ; 如果幼儿不能完整回答 (如只是说“我的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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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则需要主持人帮助幼儿进行完整的回忆, 如

“怎么破的？谁弄破的？”。 

第三步, 在确定幼儿完整回答后, 主持人把装

有实验员 A、B 照片的盒子(便于被试回答后续问题)

推到被试面前 , 继续询问幼儿“他们(实验员)说了

什么？”。如果幼儿回忆起 A 和 B 在撕了画后分别

说了什么 , 比如“他说没想到会这样 , 他说是他不

好”, 或者能够表达懊悔的类似内容 , 主持人就继

续问后续问题; 如果幼儿忘记了或表达不准确, 主

持人需要提醒幼儿两个实验员分别说了什么 , 即

“实验员 A 表现出了懊悔但没有明确道歉; 实验员

B 没有表现懊悔”。 

至此 , 所有幼儿在被询问下文正式测试题前 , 

都接受到了同样正确的信息, 即知晓刚才发生了被

撕画的事件并能区分“懊悔”与“无懊悔”的实验员。 

第三阶段：资源分配任务测验 

该阶段全程无旁观者在场, 由幼儿被试在主持

人指导下独立完成。 

第一步：懊悔理解测试 

参照前人的研究(Oostenbroek & Vaish, 2018), 

询问测试问题如下： 

1. 你更讨厌 A 还是 B (主持人依次指他们的照

片)？ 

 1a. 为什么？ 

2. 你更喜欢 A 还是 B (主持人依次指他们的照

片)？ 

 2a. 为什么？ 

3. 如果你摔倒了, 你认为谁会帮你？A 还是

B? (主持人依次指他们的照片) 

 3a. 为什么？ 

4. 如果你画了另一幅画, 你认为谁会再撕？A

还是 B? (主持人依次指他们的照片) 

 4a. 为什么？ 

5. 如果你在玩秋千 , 你认为谁会把你推下

来？A 还是 B? (主持人依次指他们的照片) 

 5a. 为什么？ 

问题 1~5 为迫选题, 且这五道测试题的呈现顺

序相同。如果幼儿回答“都”或者“都不”, 主持人会

再次鼓励幼儿尽量做出选择; 如果幼儿没有回应主

持人则重复一次问题; 如果幼儿还没有回应则继续

下一题。问题 1a~5a 是开放问题, 旨在再次确认幼

儿对迫选题回答的答案。 

第二步：“花朵”分享游戏 

主持人给幼儿十朵花并告诉他/她：“这里有十

朵花, 一会 A 和 B 会回来看他们的盒子。如果你愿

意 , 可以把花分给他们”, 然后主持人去做其他事

情。如果幼儿寻求指导, 主持人会告诉他/她根据自

己的意愿去分。一旦孩子分完, 主持人便问“为什么

你给 A 花不给 B 花？”等类似问题。幼儿可以开放、

自由地回答。 

实验员 A、B 盒子里收到花的朵数代表幼儿对

A、B 的宽恕程度。 

为避免实验员本身形象、可爱性对实验结果的

影响, 实验中由两位实验员轮流扮演懊悔者(A)、无

懊悔者(B)的角色。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顺序效应, 两

位实验员在幼儿两侧的座次、表达懊悔和无懊悔的

次序、测试问题中实验员 A 和 B 名字出现的顺序

都在被试间进行了平衡。 

2.3  研究伦理 

实验结束后, 实验员 A、B 一起返回房间连同

主持人一起向被试说明实验目的, 并表示出明确的

歉意(说“对不起”)。之后, 与幼儿共同完成一幅新

的绘画作品 , 赠送幼儿一个玩具礼物 , 并感谢他/

她参与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小游戏。 

研究征得了幼儿监护人、幼儿园管理者知情同

意以及幼儿的自愿参与, 幼儿在参与过程中随时可

以选择退出。山东师范大学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查通

过该项研究。 

2.4  研究结果 

2.4.1  幼儿对懊悔的理解 

幼儿对 5 道迫选题的选择结果如图 1 所示, 例

如, 第 1 题上, 42 名(85.71%)幼儿选择了 B (更讨厌

无懊悔者), 1 名(2.04%)幼儿选择了 A (更讨厌懊悔

者), 6 名(12.25%)幼儿未做出回答。将符合研究预

期(更喜欢懊悔者、更讨厌无懊悔者、懊悔者更可

能帮助自己、无懊悔者更可能再次撕画或将自己推

下秋千)的回答编码为“1”, 不符合预期(含未做出

回答)的编码为“0”, 二项概率检验结果表明：除第 3

题(如果你摔倒了, 你认为谁会帮你？)上幼儿选择

A、B 的人数分布比例 p 值不显著(p = 0.85), 其余 4

道题上选择 A、B 的人数分布比例均显著不平衡

(ps < 0.001, proportion difference = 0.66~0.92), 且

每道题上选择预期选项的幼儿人数更多。这说明

“撕画”行为实验的情境能够诱发幼儿对犯错者懊

悔与否的理解。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 幼儿对是否懊悔的理解在

性别、年龄方面均无显著差异(ps > 0.05)。但是在

第 3 题上, 4 岁与 5 岁幼儿作答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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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 1 中迫选题的人数分布情况(占比%) 
注：***p < 0.001, **p < 0.01, *p < 0.05; 下同。 

 

(χ2(1, N = 49) = 8.15, p = 0.004, φ = 0.41), 4 岁幼儿

做出预期回答的人数与未做出预期回答的人数无

显著差异(p = 0.69, proportion difference = −0.12), 5

岁幼儿做出预期回答的人数显著多于未做出预期

回 答 的 人 数 (p = 0.002, proportion difference = 

0.66)。 

2.4.2  犯错者懊悔对幼儿宽恕的影响 

懊悔者、无懊悔者的宽恕水平偏度和峰度绝对

值均小于 0.4, 符合正态分布(Hair et al., 2017)。故

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 分析幼儿对实验员 A、B 的

宽恕水平, 结果表明：是否懊悔对宽恕的影响存在

显著差异(t(48) = 6.67, p < 0.001, |d| = 1.91), 幼儿

分配给懊悔犯错者的花朵数(MA = 7.33, SD = 2.44)

显著多于无懊悔者(MB = 2.67, SD = 2.44), 即幼儿

对懊悔者的宽恕水平更高。此外, 独立样本 t 检验

的结果表明, 4、5 岁幼儿对懊悔者、无懊悔者的宽

恕水平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ps > 

0.05)。 

2.5  小结 

结果表明, 无论是 4 岁还是 5 岁的男女幼儿, 

均能够理解犯错者是否表现出懊悔, 并且对懊悔的

犯 错 者 表 现 出 了 更 高 的 宽 恕 水 平 。 这 个 结 果 与

Oostenbroek 和 Vaish (2018)的研究结果部分一致。

一致的是幼儿都能够在理解犯错者表达懊悔后给

予更高水平的宽恕, 所不同的是 Oostenbroek 等人

发现西方 4 岁幼儿不能真正理解犯错者表达的懊悔

(即表达后悔、弥补的意愿), 也没有对懊悔犯错者

和无懊悔犯错者的宽恕水平表现出差异。然而, 本

研究中 4 岁中国幼儿已经能够准确理解犯错者表达

的懊悔。由此, 一方面证实了在我国幼儿中同样存

在犯错者懊悔与受害者宽恕之间的正向关联关系, 

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集体主义文化对于幼儿社会认

知发展(如心理理论、观点采择)可能具有不同于个

体主义文化的影响。鉴于此, 从群体动态互动的视

角, 考察旁观者在幼儿人际冲突与宽恕情境中的可

能作用, 是探究集体主义文化如何影响幼儿社会认

知发展的一种有益尝试。 

3  研究 2：不同类型旁观者在懊悔
与宽恕二者关系中的影响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 , 选取山东省某幼儿园

中班 5 个班级的 139 名幼儿 , 其中 4 岁幼儿 52 名

(M 月 龄 = 55.54, SD = 3.29; 其中男生 23 名), 5 岁幼

儿 87 名(M 月龄 = 64.62, SD = 2.74; 其中男生 36 名)。

基于幼儿园带班教师的评定结果, 排除智力障碍和

其他精神障碍的幼儿。教师旁观者是幼儿被试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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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的保育教师(3 名); 好朋友旁观者是基于教师

报告和幼儿自我报告确定的被试好朋友(3 名); 陌

生人旁观者是与幼儿被试不相识的其他班级的同

龄幼儿(3 名)。 

3.1.2  实验设计 

采用 2 (是否懊悔: 懊悔、无懊悔) × 4 (旁观者

类型: 教师旁观、好朋友旁观、陌生人旁观、无旁

观)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 组内自变量为是否懊悔, 

组间自变量为旁观者类型 , 因变量为幼儿的宽恕

水平。  

3.1.3  实验材料与设置 

同研究 1。 

3.2  研究程序 

整个实验过程、操作流程同研究 1。唯一不同

的是在第三阶段的“资源分配任务测验”中, 除研究

1 的 49 名幼儿, 其余三组(每组 30 人)分别在教师、

好朋友、陌生人旁观条件下完成懊悔理解测试, 并

完成资源分配任务。在被试回答问题以及进行资源

分配时 , 旁观者围观整个过程 , 且围观时保持安

静、不说话、不表达情绪倾向。 

3.3  研究伦理 

同研究 1。 

3.4  研究结果 

3.4.1  幼儿对懊悔的理解 

除第 3 题(p = 0.011, proportion difference = 0.22)

外, 幼儿对其他 4 道迫选题的选择结果与研究 1 中

的结果模式保持一致, 在每道题上的具体人数情况

见图 2。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 幼儿对是否懊悔的

理解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s > 0.05)。 

3.4.2  犯错者懊悔与幼儿宽恕的关系：不同旁观者

的影响 

懊悔者、无懊悔者的宽恕水平偏度和峰度绝对

值均小于 0.5, 符合正态分布。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

果表明, 4 岁和 5 岁幼儿对懊悔者、无懊悔者的宽恕

水平均不存在显著的年龄和性别差异(ps > 0.05); 

每种旁观条件下幼儿对懊悔者、无懊悔者宽恕水平

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s > 0.05)。 

为检验有、无旁观者条件下幼儿宽恕水平的差

异, 随机抽取来自教师旁观组、好朋友旁观组和陌

生人旁观组各 1/3 (15 名)的被试构成新的“有旁观

组” (N = 45)并编码为“1”, 将无旁观组(N = 49)编码

为“0”, 男女人数均衡。参照张文新等人(2021)的做

法进行内部验证, 结果表明所抽取样本与总样本没

有显著差异。懊悔者、无懊悔者的宽恕水平偏度和

峰度绝对值均小于 0.4, 符合正态分布。以幼儿对懊

悔、无懊悔犯错者的宽恕水平为因变量, 进行 2 (是

否懊悔: 懊悔、无懊悔) × 2 (有无旁观者: 有旁观

者、无旁观者)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见

图 3)：懊悔主效应显著(F(1, 92) = 43.32, p < 0.001, 

η2
p = 0.32), 幼儿对懊悔者的宽恕水平显著高于对 

 

 
 

图 2  研究 2 中迫选题的人数分布情况(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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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懊悔者的宽恕水平。懊悔与旁观者类型的交互效

应显著, F(2, 92) = 5.97, p = 0.016, η2
p = 0.061。对于

懊悔犯错者, 幼儿在无旁观条件(M = 7.33)下的宽

恕水平显著高于幼儿在有旁观条件下的宽恕水平

(M = 6.07, p = 0.016); 对于无懊悔犯错者, 幼儿在

无旁观条件(M = 2.67)下的宽恕水平显著低于幼儿

在有旁观条件下的宽恕水平(M = 3.93, p = 0.016)。

可见, 旁观者的存在会影响幼儿的宽恕水平, 且表

现出对无懊悔者的宽恕水平的提升。 
 

 
 

图 3  研究 2 中有无旁观者条件下幼儿宽恕水平 
注: 误差线为标准误, 下同。 

 

懊悔者、无懊悔者的宽恕水平偏度和峰度绝对

值均小于 0.5, 符合正态分布。为检验不同类型旁观

者对幼儿宽恕水平的影响, 以幼儿对懊悔、无懊悔

犯错者的宽恕水平为因变量, 进行 2 (是否懊悔：懊

悔、无懊悔) × 3 (旁观者类型：教师旁观、好朋友

旁观、陌生人旁观)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见图 4)：懊悔的主效应显著(F(1, 87) = 64.65, p < 

0.001, η2
p = 0.43), 幼儿对懊悔者的宽恕水平显著高

于对无懊悔者的宽恕水平。懊悔与旁观者类型的交

互效应显著(F(2, 87) = 4.07, p = 0.02, η2
p = 0.09), 进

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对于懊悔者, 陌生人旁观

(M = 8.20)条件下的宽恕水平显著高于好朋友旁观

(M = 6.43, p = 0.008)和教师旁观(M = 6.80, p = 

0.035)条件下的宽恕水平; 对于无懊悔者, 好朋友

旁观(M = 3.57, p = 0.008)和教师旁观(M = 3.20, p = 

0.035)条件下的宽恕水平均显著高于陌生人旁观

(M = 1.80)条件下的宽恕水平; 好朋友旁观和教师

旁观条件下幼儿对于懊悔、无懊悔犯错者的宽恕水

平均无显著差异(ps > 0.05)。 

依据本研究的预期假设, 权威或熟识的旁观者

会提升幼儿宽恕水平, 即向懊悔犯错者分配更多的

花朵数。然而, 幼儿在教师和好朋友旁观条件下对

于懊悔犯错者的宽恕水平却显著低于陌生人旁观 

 
 

图 4  研究 2 中不同旁观者类型条件下幼儿宽恕水平 
 

条件。为此, 进一步对不同旁观条件下幼儿(N = 90)

分配的花朵数进行频次分析, 结果发现, 好朋友旁

观时 46.67%的幼儿会将花朵平均分配给懊悔者和

无懊悔者(各 5 朵花), 教师旁观时 33%的幼儿会选

择平均分配, 并有 3 名(10%)幼儿将全部花朵(10 朵)

分配给无懊悔犯错者, 而陌生人旁观时大部分幼儿

(60%)会将绝大多数花朵(花朵数 ≥ 9)分配给懊悔

者。可见, 权威的教师与熟识的好朋友旁观时, 幼

儿会表现出平均分配花朵的倾向。 

为进一步检验幼儿在分配花朵时是否存在“平

均主义” (大家应该得到相同数量的物品)的社会期

望效应, 进一步将“分配给懊悔者花朵数 = 5”的幼

儿单独筛选为“平均分配组”, 并编码为“0”; 将“分

配给懊悔者花朵数 ≥ 9”的幼儿单独筛选为“非平

均分配组”并编码为“1”, 共筛选出 67 名幼儿(男生

21 名, 女生 46 名)。采用 2 × 3 列联表卡方检验考

察分配策略的分布差异(见图 5), 结果发现, 在不

同旁观条件下幼儿选择平均分配策略的人数分布

存在显著差异 (χ2(1, N = 67) = 7.89, p = 0.019, 

Cramer’s V = 0.34)。采用平均分配策略的人数占比

顺序依次为：好朋友旁观(70%) > 教师旁观(45.50%) 

> 陌生人旁观(28%); 采用非平均分配策略的人数

占比顺序依次为：陌生人旁观(72%) > 教师旁观

(54.50%) > 好朋友旁观(30%)。 
 

 
 

图 5  不同旁观条件下幼儿分配策略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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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小结 

首先, 无论有、无旁观者在场, 4 岁和 5 岁的男

女幼儿均对懊悔犯错者表现出更高的宽恕水平, 这

说明懊悔对于幼儿宽恕具有稳定且独特的诱发作

用。其次, 旁观者的存在显著提升了受害幼儿对无

懊悔犯错者的宽恕水平, 虽然依然没有超过对懊悔

犯错者的宽恕水平。再次, 为进一步确认旁观者对

于宽恕的影响, 通过分析幼儿在分配花朵阶段的数

据发现, 幼儿在好朋友旁观时会比陌生人旁观时更

容易采取“平均分配”策略, 且可能反映出了“以德

报怨”的社会期望。最后, 不同类型的旁观者对于受

害幼儿宽恕懊悔者、无懊悔者的水平存在差异性影

响, 具体表现为：相较于陌生人旁观, 教师和好朋

友旁观时均能够显著降低幼儿对懊悔犯错者的宽

恕水平; 相较于陌生人旁观, 教师和好朋友旁观时

均能够显著提高幼儿对无懊悔犯错者的宽恕水平。

这进一步确证了权威旁观者(教师)和亲密旁观者

(好朋友)在激活“平均分配”或“以德报怨”等社会期

望时具有更明显的作用。 

4  讨论 

本文首次在我国幼儿群体中考察了犯错者懊

悔与受害者宽恕的关系, 并在国际上首次从群体互

动视角考察了旁观者在二者关系中的影响作用。结

果显示, 本研究中的 4 岁幼儿已经能够理解犯错者

懊悔意图并做出宽恕行为, 早于现有文献中围绕西

方幼儿获得的 5 岁结果; 更为有意思的是, 不同类

型旁观者的存在均能够有效提升幼儿的宽恕水平, 

且表现为更加宽恕无懊悔者。我国集体主义文化更

加注重人际联结与人际和谐, 这可能对幼儿社会化

过程中需要更早准确解读他人的行为意图有影响, 

并由此形成了旁观者激活幼儿内在社会期望的现象。 

4.1  懊悔与宽恕的关系 

研究 1 发现犯错者的懊悔表达能够显著提升受

害幼儿对犯错者的宽恕水平, 这与已有基于西方幼

儿样本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Oostenbroek & Vaish, 

2018; Vaish & Oostenbroek, 2021), 由此证实了懊

悔可以促进宽恕具有跨文化一致性。人际冲突关系

中, 一方主动表达懊悔与另一方积极回馈宽恕是及

时修复人际关系、维持良好人际互动或合作的重要

途径。东西方幼儿群体中的一致性结果表明, 人类

个体在接受社会化的幼儿阶段(5 岁左右)就已经具

备 这 种 人 际 互 动 策 略 的 相 关 能 力 (Rochat et al., 

2009; Vaish & Savell, 2022; Wu et al., 2018)。近年来, 

基于成人的神经影像学证据表明, 即便受害者仅仅

想象他人真诚的道歉或付出代价的补偿行为, 其与

宽恕决策有关的内侧前额叶皮质、双侧颞顶联合

区、楔前叶以及角回的激活程度显著高于无道歉想

象情境(Ohtsubo et al., 2018; Ohtsubo et al., 2019)。

鉴于此, 日后有必要在幼儿或儿童群体中探究懊悔

与宽恕之间关系的相关神经基础。 

本研究发现, 我国 4 岁和 5 岁幼儿均能够准确

理解犯错者表现出的懊悔并更愿意宽恕懊悔犯错

者。与现有西方研究文献中的结果相比, 本研究中

的中国幼儿可以理解他人懊悔意图的年龄比同类

实验范式下针对西方幼儿的研究要早 11 个月。这

对于快速发育中的幼儿而言是个巨大的差异, 由此

可能预示着不同文化(集体主义 vs 个体主义)对于

个体社会认知发展存在重要差异性影响。相比于个

体主义文化, 集体主义文化环境更加注重通过抑制

个人情绪或行为来维护和谐人际关系(Günsoy et al., 

2015), 因此如何准确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意图、识

别他人情绪, 成为维持良好人际关系、实现健康发

展的重要基础。同时, 越早具备高级的社会认知能

力(如心理理论和观点采择能力), 就越有利于幼儿

在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中的良好家庭适应、学校适应

和同伴适应(Cigala & Mori, 2022; Nader-Grosbois 

et al., 2013)。本研究发现幼儿准确理解他人懊悔的

年龄可以提前到 4 岁, 鉴于这是首次发现相差如此

大的东西方差异, 尚需后续同类研究加以验证, 尤

其是需要考虑幼儿的家庭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

等因素的差异。此外, 尚不能确定是否还可以提前

到更小的年龄, 甚至是否可以采用更为中国化的研

究范式探知更小个体的相关能力特征。 

4.2  旁观者对犯错者懊悔与受害幼儿宽恕之间

关系的影响 

研究 2 的结果发现, 旁观者的存在能够影响犯

错者懊悔与受害幼儿宽恕的关系。这不仅证实了研

究假设二, 也证实了社会助长理论, 即旁观者在场

能够显著提升幼儿对犯错者的宽恕水平。也有研究

者从声誉管理的角度支持了他人旁观的这一激活

效应, 即个体在他人旁观的情景中出自维护或建立

自身良好声誉的需要而选择主动宽恕犯错者(Botto 

& Rochat, 2018, 2019)。来自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证

据显示, 与没有旁观者在场时相比, 旁观者在场时

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明显增多, 并且与社会评价、社

会认知过程相关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和腹侧纹状体

激活程度明显增加(Izuma et al., 2010; Van Ho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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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6)。这或许意味着及时准确地感知他人评

价、采择他人预期、顾及他人感受等, 对于个体的

社会适应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并在大脑发育、认

知能力和行为表现上呈现出一致性的反应倾向。 

本研究中的中国幼儿在 4 岁 1 个月(49 个月)时

就已经表现出这种由旁观者引发的激活效应。首先, 

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以往的研究发现, 即个体早

在 幼 儿 时 期 便 已 经 具 备 了 “感 知 观 众 评 价 ”能 力

(Botto & Rochat, 2018, 2019)。更为重要的是, 这一

结果的出现很可能与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体主义文

化差异性影响人的社会化进程有关(Richland et al., 

2010; Tang et al., 2018)。集体主义文化需要每个身

处其中的个体都能够通过约束自身行为来达成集

体性目标, 通过有效处理人际冲突来维系人际亲密

联系和合作共生关系 (Louie et al., 2014; Tamis- 

LeMonda et al., 2008)。在中国, 无论是延续几千年

的儒家“忠恕之道”, 还是当代对于“和谐”、“友善”

等时代价值观的倡导, 皆体现了集体主义文化对于

人际和谐的追求(Günsoy et al., 2015), 并可能固化

为一种社会期望或价值观。由此衍生出来中国特有

的宽恕文化, 并使得人情、声誉(或面子)、品质(如

“ 宽 宏 大 量 ”) 等 成 为 影 响 宽 恕 的 独 特 因 素 (Hook 

et al., 2009; 张田 等, 2012)。由此不难理解, 个体

自幼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受到家庭、学校和同伴的影

响, 能够更早地学习和内化这种人际互动模式和感

知相关的社会期望, 形成对应的认知能力。鉴于目

前还没有针对西方幼儿的同类文献, 所以二者在此

激活效应上是否存在年龄差异尚不可知, 仍需后续

研究继续探索。 

进一步分别针对懊悔犯错者与无懊悔犯错者

的分析表明, 旁观者的存在显著提升了受害幼儿对

无懊悔犯错者的宽恕水平, 虽然依然没有超过对懊

悔犯错者的宽恕水平, 这与社会助长理论和声誉管

理理论的观点一致。然而, 出乎预想的是, 相比于

没有旁观在场的条件, 旁观者在场时, 受害幼儿并

没有如集体主义文化所期望那样对懊悔犯错者表

现出更高的宽恕, 而是显著减少了对懊悔犯错者的

宽恕水平。为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可能原因, 我们

对于幼儿分配花朵阶段的花朵数进行了统计分析, 

意外地发现, 旁观者的存在促使幼儿更倾向于将花

朵平均分配给懊悔犯错者和无懊悔犯错者。先前有

研究发现 , 中国儿童在基于资源数量分配物品时 , 

的确更倾向于进行平均分配(Li et al., 2016; 王笑楠 

等, 2019)。也就是说, 旁观者的存在可能激活了幼

儿的另外一个符合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期望, 即资

源分配的平均主义。 

不同类型的旁观者对于受害幼儿的宽恕水平

存在差异性影响。相比于无旁观者在场, 陌生人、

教师和好朋友旁观均能够显著增加受害幼儿对无

懊悔犯错者的宽恕水平, 这符合幼儿迎合社会期望

来维持人际和谐或自身良好形象的需要。更重要的

是, 相比于陌生人旁观, 教师旁观和好朋友旁观能

够更加显著地增加受害幼儿对无懊悔犯错者的宽

恕水平。由此可见, 旁观者能够激活幼儿迎合社会

期望的行为(即宽恕他人), 且与自身关系密切的旁

观者具有更大的激活效应。研究中幼儿对花朵数量

的分配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激活效应的存在, 相

比于陌生人旁观, 教师旁观和好朋友旁观能够让幼

儿更倾向于采取迎合社会期望的分配策略, 即给予

懊悔和无懊悔犯错者数量基本一致的花朵。 

基于以上结果与讨论, 本文提出“社会期望的

旁观者激活假说”, 即旁观者的存在会促使被围观

者做出迎合社会期望的行为, 且旁观者对于被围观

者的重要性越大, 所激活的迎合社会期望行为的程

度越大。在本研究中, 旁观者可能同时激活了幼儿

的“以德报怨” (宽恕犯错者)和“平均主义” (物品平

均分配)两种符合集体主义文化预期的社会期望。

诚然, 本文仅是在幼儿群体中探究懊悔与宽恕的关

系时发现了这一激活现象, 未来仍然需要针对不同

群体、采取不同研究范式来进一步确证该假说在其

他社会性发展主题上的适用性。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 被试均来自同

一地区的幼儿园 , 研究结果的外推效度存在局限 , 

未来研究在取样时需要考虑城市、乡村的差异以及

文化、经济、教育水平等的差异。其次, 本研究采

用了经典的懊悔与宽恕实验范式, 与幼儿真实的生

活互动情境仍然存在一定差异, 如实验范式中的犯

错者为成人, 后续需要考虑基于更具生态效度的研

究范式开展研究。最后, 本研究仅局限于模拟幼儿

园情境的旁观者围观, 没有将父母作为一类旁观者

进行考察, 质性访谈中有幼儿提到“妈妈说让我多

分享”、“妈妈说男孩子要大度”等宽恕他人的理由。  

5  研究结论 

我国幼儿早在 4 岁就已经能够理解他人懊悔意

图, 并对懊悔犯错者表现出更高的宽恕水平。旁观

者在场会整体上显著提升幼儿对犯错者的宽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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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且相比于陌生人, 教师和好朋友这类与幼儿关

系密切的旁观者在场对提升幼儿宽恕水平的作用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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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ransgressor’s remorse and victim’s forgiveness among  
young children: The activation effect of bysta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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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s are extremely social beings, and we attempt to repair our ruptured relationships when 

transgressions occur that damage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The expression of guilt and remorse by the 

transgressor and the forgiveness by the victim are both vital to the repair process. To some extent, transgressors’ 

remorse is the most prominent elicitor of victims’ forgiveness.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forgiveness emerges as early as 5 years old and that young children are capable of forgiving a remorseful 

transgressor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n explicit apology. Given the emphasis on relationship harmony among 

Chinese people in a collectivistic culture, parenting and socialization might help children understand peers’ 

remorse intentions and forgive them at a much earlier age. Furthermore, the high need for personal reputation 

and social image in peer interactions, which is called “face” (mianzi) by the Chinese, might lead to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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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iveness decisions being influenced by bystanders who witness or participate in group interaction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4- or 5-year-olds could have the capacity to infer an apology from 

displays of transgressors’ remors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nfluence of remorse on forgiveness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activa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bystanders amo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morse and forgiveness. 
Study 1 was a one-factor (expression of remorse: remorse vs. no remorse) within-subject design. Forty-nine 

children aged 4 to 5 years (27 girls) were investigated by a classic paradigm of remorse and forgiveness. The 

“tear picture” game was used to create conditions of expressing remorse and not expressing remorse. Then, 

children were asked ten questions designed to assess whether they understood the true intention of remorse. 

Finally, the resource distribution task was used to assess forgiveness behavior. In Study 2, a total of 139 4- to 

5-year-old children (80 girl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in a 2 (expressions of remorse: remorse vs. no 

remorse) × 4 (types of bystander: no bystander vs. teacher vs. good friend vs. stranger) mixed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procedure used in Study 2 was identical to that used in Study 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Study 1, both 4-year-old children and 5-year-old children truly understood the 

inten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remorse, and they were much more forgiving of a remorseful transgressor than of a 

transgressor who had not shown remorse. In Study 2, although children were still more forgiving of a remorseful 

transgressor than an unremorseful transgressor in the presence of bystanders, bystande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level of forgiveness shown toward unremorseful transgressor and reduced the level of forgiveness for 

remorseful transgressor. Specifically, for remorseful transgressor, child victims were more forgiving of a 

transgressor while in the presence of strangers than while in the presence of teachers or good friends; however, 

for unremorseful transgressor, child victims who were being observed by teachers or good friends showed more 

forgiveness behavior than did victims who were being observed by stranger bystanders.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young children were more likely to equally distribute flowers to remorseful and unremorseful 

transgressor in the presence of bystanders, especially teachers or good friends. 
This study successfully revealed that young Chinese children could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intention of 

transgressors’ remorse and thus be willing to perform forgiveness behavior at age 4, which is exactly 1 year 

earli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Western sample. More importantly, we also present a new theoretical 

hypothesis, namely, the “bystander-activation effect of social expectations”, to propose that the presence of 

bystanders activates individuals’ socially desirable behaviors, such as “requite injury with kindness” and 

“egalitarianism”, in the Chinese collectivist culture. Thus, it is easier to understand why bystander onlooking 

could increase the level of forgiveness for unremorseful transgressor and cause young victims to distribute 

flowers to remorseful and unremorseful transgressor equally. Furthermore, the greater the authoritative or 

intimate level of bystanders is, such as teachers or good friends, the stronger the activated social expectations 

are and the more socially desirable the engaged-in behaviors are.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morse and forgiveness and for rethinking the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Keywords  young children, remorse, forgiveness, bystander-activation effect, Chinese colle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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